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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 年 ，科学发掘殷墟遗址已经有 90 年的历
史 ，在河南安阳举行的纪念大会 ，标志着中国考古学

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 新世纪以来，中

国考古学在学科转型和快速发展的同时 ， 也遇到了

很多现实的问题 ，影响着学科目标的实现 。 同样 ，西

方考古学家也意识到考古学不可避免地介入了当代

的具体问题 ，如经济全球化 、次贷危机 、生态环境恶

化 、族群间的社会整合 、政府职能的转变等 。 如果说

考古学建立的原动力是为了研究过去 ， 发展至今的

考古学却越来越多地关注 “现在 ”。 同每一门社会学

科一样 ， 考古行为是当下发生的社会行为和个人经

验的集合 ，考古学家对 “过去 ”的理解有意无意 、或多

或少带有时代的影响。 目前，考古学已步入古代与现

代因素交互的时代 ，参与学科本体论领域的探讨 ，会

成为我们理解考古学当下的入口。

西方考古学的发展继过程主义 、 后过程主义之

后，日益注重与当代哲学思潮的整合 ，从本体论 （On-
tology）、 认识论 （Epistemology） 和视角论 （Perspec-
tivism）探索出一系列的概念资源，显现出 “百家争鸣 ”

之势态①；另有学者认为考古学理论已经式微 ，学科

越来越依赖分析技术而不再需要抽象的理论 ， 并提

出“理论已死么？ ”的疑问②；美国理论学者马修·乔森

（Matthew Johnson）著有《考古学理论之介绍》一书 ，该

著作广受好评 ，多次出版 ，作者在首章开宗明义地提

到 “仅靠常识已不足够 ”③，以上均表现出了西方考古

学家对理论总结与更新的重视。 相对而言，中国考古

学注重实用理性 ，以本国学者为中坚力量 ，并表现为

以田野考古为获取资料的途径 ， 以多学科合作的本

土研究为 “里 ”，以考古成果的保护与利用为 “表 ”全

面接触大众和社会 。 中西方学术发展的路径和目标

Abstract ：This pap er firstly synthe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demonstrated in China and Western World ,
and 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 the history in the tw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archaeological academy
and discipline . This paper reviews that China should take the advantage of its practice and research , in order to re-
define how the discipline will develop . Through the study of ontology in archaeology , the author especially focuses
on the core issues ,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subjection and objection ,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hu-
manity , and the filling of the gulf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so on . These analyses would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mprehensive studies which have got behind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 Moreover in order to
adjust the existing discipline ’ s system, scholars should improve theories and methods ,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and re-
form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also , in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 a
new generation of archaeologists should be cultivated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of
building acade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i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Theory ；Study of Ontology ；Objectives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摘 要 ：本文从宏观角度梳理了中外考古学阶段性发展的历程 ，通过对比分析 ，明确了两者在学术发展与学
科体系上的差异 。 中国考古学需在实践和研究中总结优势 ，重新厘定学科发展方向 。 通过考古学的本体论研
究 ，思考主观与客观间的转化 、科学与人文因素的融合 、过去与现在 “鸿沟 ”的弥补等核心层次的问题 ，解决
综合研究滞后 、学科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 进而 ，通过理论与方法的完善 、批判思维的养成 、高校教育的改革等
途径 ，来改造现有的学科体系 ；并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中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从业者 ，以实现构
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 、拥有国际话语权这一学科发展目标 。
关键词 ：考古学理论 ；本体论研究 ；学科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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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学科体系设置存在区别 ，以致西方理论引进后

屡屡出现 “水土不服 ”的现象 ，“空对空 ”的理论构建

也受到不少考古学者的反对 。 理论基础与教育的薄

弱 ， 导致单纯的借鉴与自身的尝试都难以建构属于

自己的理论。

新时期 、新形势下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已经成为

这门学科不可或缺的分支 ， 有必要对考古学进行本

体论的研究 ，让学科既有对一般问题的探讨 ，又有对

核心层次的关注 。 笔者拟从宏观的视角回顾中西考

古学的发展历程 ， 依此厘清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与优

势和学科需发展的方向。 希望从学科人文性、科学性

与本体论视角反思考古学的定位问题 ， 认清现阶段

理论与方法的不足 ； 分析中国考古学转型中的现实

问题 ，以期能够完善现有学科体系 ，实现构建中国特

色考古学学术体系和拥有国际话语权这一目标。

“这样的理想也不是空虚的、 软弱无力的， 而是

现实的。 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

的 ，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 。 ”④从黑格尔的角度 ，对

理想与现实的哲学认知不该只是 “二分法 ”的 。 乐观

地说 ，人们可以尝试找到两者兼容的途径 ：通过思维

领域的现实改造，达到追求理想的目标。

一、对西方考古学的认知

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在西方的发展已经超过一

个世纪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 ，考古学的定义也在不

断延伸。 起初的考古学依存于史学、哲学、社会学、人

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 ， 而后逐步结合生物学 、 物理

学 、化学 、地理学 、生态学等自然科学 ，并在发展过程

中“跨界”建筑学、经济学、艺术等不同门类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美学者用年鉴学 、分支学科的拓展以

及诘问与回答等方式对学科进行梳理与重构 ， 考古

学理论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特征。 西方

考古学步入对理论和方法全面反思的阶段 。 欧美学

者对考古学当下与未来的发展尚存在诸多分歧之

处 ，但是对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三次 “大变 ”，认识则较

为客观和一致 ， 即 20 世纪初掀起文化-历史考古学
（Cultural -Historical Archaeology)，1960 年 后 兴 起 的
“新考古学 ”（New Archaeology），以及 1980 年后提出
的 “后过程考古学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下
文以西方考古学家柴尔德 、克拉克 、宾福德 、霍德等

人物的思想为代表 ，探索这 100 多年的发展轨迹 ，为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一些借鉴。

（一）文化-历史学
按照西方学者的总结，古典主义考古学兴起于德

国 、丹麦和瑞典等欧洲大陆地区 ，可以追溯到 16 世
纪中叶甚至更早⑤。 1859 年 ，达尔文发表 《物种起源 》

后 ，“进化论 ” 的思想催生了欧洲自然与社会科学的

发展 ，“科学 ”与 “理性 ”从此成为西方世界价值体系

的核心。 达尔文的理论中蕴含了“文化进化”的部分，

这种新学理的出现与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息息相关 ，

有学者评价“没有达尔文就没有今天的考古学”⑥。 19
世纪末 ， 地理大发现以及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建

立 ，对欧洲传统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冲击 ，文化进化与

历史演变的学说随之成为主流。 以摩尔根撰写的《古

代社会 》为开端 ，欧洲学者接受并充实了 “三期说 ”理

论 ，用文化阶段式发展来考察人类文明的诞生过程 ，

并利用考古材料来证明文明因素的出现。 步入 20 世
纪后 ， 考古学借鉴了生物学的相似性原理与地质学

的均变论 ，发展出类型学与地层学的方法论 ，并以地

下发掘材料的逻辑顺序为基础 ， 把器物群分类纳入

时空序列中。 这种新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绝对年

代测定技术发明之前 ， 成为现代考古学的主要目标

和研究的基础 ， 据此研究者将欧洲史前史划分为各

种不同的“文化”。

一直以来 ，戈登·柴尔德被视作 “文化-历史 ”理

论的代表人物 ，理论与方法的 “集大成者 ”。 1892 年 ，

他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一个富裕的英属移民家庭 ，

早年致力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后专注于考古学。 柴

尔德时常辗转于欧洲各大博物馆 ， 并追随英国在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发掘 ， 他认同实物资料能代表

并影响到人群的理念。 1921 年柴尔德移民英国，他将

欧洲大陆 “考古学文化 ”的概念随之介绍到英国 。 柴

尔德将陶器为主的器物特征组合成的 “文化集合 ”与

特定人群关联起来 ， 重新解读两河南部文明与欧洲

史前史 ，并推演出 “新石器革命 ”、“城市革命 ”等史前

社会政治 、经济的发展阶段与评判标准⑦。 柴尔德的

思想受到了黑格尔 、 马克思 、 恩格斯哲学的影响 ，

1935 年以后他曾多次走访苏联各地⑧。 因此 ，他既是

一个文化历史学家 ， 也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 。 至

今 ， 柴尔德对欧洲及近东地区史前文化演变规律的

认知，仍具有广泛的影响。

“文化-历史学 ” 理论将考古材料梳理为一种时

空镶嵌分布的 “文化 ”，并用 “文化 ”来书写历史 ，该理

论受到了现代人类学“文化”概念的影响。 最早，康德

将哲学上对世界实质性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人类本身

和表征世界的了解 ， 现代人类学从哲学体系中衍生

出来。 此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⑨

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 （Franz Boas）⑩为代表 ，提出

“社会构建 ”的理念 ，认为社会是偶然与传统环境的

产物 ，是历史的 、文化的和语言学意义上 。 考古学中

“文化-历史学 ”方法 ，对于此前欧洲研究艺术品的古

器物学 ，以及利用文献 、传说来追溯史前文明的古典

主义考古学来说，是为一种改变和挑战。 但将“陶器”

等同于 “人 ”的理论 ，会将人群限定在一定的时空范

围中 ，对于以器物组合为代表的 “文化 ”的动态变化

以及背后原因的探究 ， 则只能归结于人群迁徙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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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改变。

（二）新考古学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 “新考古学 ”曾横扫欧美

学术界 ， 它被誉为传统考古学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

迎来的 “苏醒 ”。 这种改变可以追溯到 1959 年 ，那一

年 ，卡德维尔 （Caldwell）在 《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 《美

国新考古学 》一文輥輯訛，他提出考古学文化不仅是器物

特征层面的总和而且是时代的标志 ， 提倡考古学对

文化过程与历时变迁给予解释 。 这篇文章引起了一

些学者的共鸣 ，其中 ，以在剑桥大学执教的克拉克为

代表 ，他开始质疑柴尔德 、皮戈特輥輰訛等学者解读古代

物质文化的方法 。 克拉克早年在近东与欧洲大陆地

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 实践经验的积累让他对类型

学的局限性有一定认识 ， 他发现器物形态学的排序

及其标准的设定是艺术史学和历史学层面的 ， 而不

是考古学意义上的 ， 并对考古学文化的单一界定提

出质疑（图一）輥輱訛。 这些观点影响了一批年轻的美国考

古学家，1970 年代宾福德輥輲訛、伦福儒輥輳訛、布劳格 （Plog）輥輴訛

等相继著书立说 ， 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考古学随即

兴起。

该理论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为核心，借鉴了生

态学 、环境学 、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 ，它将社会看作

一个 “生态系统 ”，内部的经济 、政治 、宗教等类别可

比作生物的各种 “器官 ”，而 “器官 ”一定具有某种功

能和意义 ，并采用系统观察的方法 ，探究它们如何运

作、如何协调、如何制约輥輵訛。 “新考古学”发启的背景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考古学研究领域应用了一

系列战后发明的 “新 ”技术 ，包括测年技术 、勘探与遗

存分析的方法， 诸如 C14、 计算机技术开始成为研究

的工具 ，环境考古 、土壤地貌学及植物花粉分析技术

也逐渐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 随着美国考古学家在秘

鲁维鲁河谷和墨西哥地区开展的调查 ， 学者们对聚

图一 克拉克的文化系统论（见注輥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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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考古的关注开始超越对器物形态和以此为基础的

文化时空关系的考察 ， 并认为聚落系统调查对小范

围的社会体系能够起到洞察的作用。 自此，以英美为

主的西方考古学与“文化-历史学”方法分道扬镳。

1970 年代宾福德提出了联接 “过去 ”与 “现在 ”的

类比方法———“中程理论 ”（Middle-Range Theory，图
二 ），“新考古学 ”遂形成了从立论 、方法到实践操作

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构建 ， 其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的特征 ：1. 其基础是文化进化论与文化过程主义 ；2.
认为文化是人类与社会对自然 、 环境等外部系统及

各种法则适应的结果；3.主张采用客观的科学技术与
系统思考的方法；4.研究者不再沿用暗示与含蓄的说
法 ， 他们明确指出研究目的 ， 并从逻辑上验证其假

说。

而今 “新考古学 ”早已不 “新 ”，它的效果也有被

夸大的嫌疑 ， 其对美英两国产生的影响远大于世界

上其他地方。不可否认，“新考古学”弥补了“文化-历
史学 ”理论在解决史前文明变化和解释方面的缺位 ，

它对考古学的属性也带来了改变 ： 学科目的由检验

历史和物质文化 ， 拓展到对人类行为与文化过程的

关注 ，方法上更重视实证 ，因此也成就了西方考古学

术体系的独特性。

（三）后过程主义

1980 年代晚期，以英国为首 ，原先遵循 “过程-功
能主义”理论的部分学者，开始主张后现代 （Postmod-
ern）时期的“后过程考古学”輥輶訛。 当时还在剑桥大学执

教的伊兰·霍德 （Ian Hodder），与其 “弟子们 ”撰写了

一系列理论探讨的论文輥輷訛，指出了 “新考古学 ”的诸多

弊端。 他们反对将考古学仅视作一门科学，认为其仍

然是人本主义的学科 。 针对生态环境等外部系统对

文化演变所起到的作用，霍德提出了质疑。 他还认为

“中程理论 ”有局限性 ，这种以文化进化论为前提的

直接类比方法 ，割裂了考古学在社会 、政治与历史方

面的延续性与逻辑性。 1990 年代以后，他撰文提出阐

释考古学 （Interpretive Archaeology）的方法 ，注重个别

与整体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 ，并希望对诠释材料

时出现的偏差和主观因素加以控制 ， 从而全面综合

地考量材料背后的意义 （Meaning)、本体 （Identity）和
象征（Symbolism）輦輮訛。随后，霍德移居美国，就职于斯坦

福大学 。 他著有 《交叉研究 ：人类与事物关系的考古

学 》等理论著作 ，并主编多部书籍輦輯訛，成为 1990 年代
英美考古学界又一代表性人物。

“后过程考古学 ”与 “文化-历史 ”理论和 “过程考

古学”的主要区别在于：1.部分借鉴哲学家卡尔·马克
思的思想 ，认为社会内部由不同机制支撑运作 ，关注

考古学解释环节中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作用 ；2.女
性考古学的兴起 ， 研究两性差异在考古材料中的体

现。 3.吸收社会学的结构化理论 ，应用于考古学中对

个人、社会与文化三者之间关系及其变化的解释。

1960 年代兴起的 “过程考古学 ”主要代表了考古

学理论和方法对科技革新的回应 ，1990 年形成的 “后

过程考古学”，则受到了 1970 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学与
人类学前沿思想的波及 ，其中最突出的是 “结构 ”与

“能动性 ”这对范畴关系的大讨论 。 法国人类学家布

迪厄 （Pierre Bourdieu） 通过对阿尔及利亚的土著部
落———卡比尔族的人类学调查发现 ， 人们头脑中的

原则与规律可以通过物质层面表现出来 ，并通过 “文

化逻辑学 ”的演绎 ，证明该民族的社会规则可以体现

在房屋布局和家庭结构上 ， 同时物质文化也能影响

到传统和习俗的改变輦輰訛。 另外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认识到
外部世界与个人经验之间存在 “中间地带 ”，通过日

常生活的周而复始 ， 可以将人们意识和想法 “结构

化 ”，并反映在行为的 “能动性 ”上 ，主张改变主观与

客观的对立关系輦輱訛。

“后过程考古学” 正是借鉴了布迪厄与吉登斯等

代表性人物的思想 ， 研究者据此来克服考古材料所

反映的文化与自然 、男性与女性 、身与心二元对立的

图二 宾福德“中程理论” 提出的类比方法（来自注輥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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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 但这一理论范式发展 30 年以来 ，也受到了不

少年轻学者的指责 。 他们认为 “后过程主义 ”过于重

视概念与思想的形式 ， 其方法适用于解释特殊现象

而缺少普遍意义輦輲訛。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均从有限的社

会现象中抽象而来 ，以此为基础的 “后过程考古学 ”

因而表现出一定的狭隘性 ， 尤其在面对纷繁的考古

材料与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之时，表现得更为显著。

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相较欧美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的发生

和发展晚了一些时候。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被中国学

术界所认知，是在 19 世纪末。 1896 年，康有为编纂的

《日本书目志》列有《日本考古提要》一节，当时的日本

用汉字 “考古 ”来对译英文 Archaeology 一词 ，通过康

氏和其他学者的译作，西方考古学被介绍到中国輦輳訛。20
世纪初 ，在西学东渐的趋势下 ，新文化运动中展开了

对 “德先生 ”与 “赛先生 ”的大讨论 ，“新史学 ”随之兴

起 。 1900 年，章太炎在 《中国通史略例 》中谈到 “今日

治史 ，不专赖域中典籍 ，凡皇古异闻 ，种界实迹 ，见于

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 。 ”輦輴訛1901 年 ，梁启超

在《中国史叙论 》中介绍了汤姆森的 “三期说 ”輦輵訛，并在

次年的 《新史学 》中肯定了考古学在中国历史研究中

的地位。他提到“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

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

上自穹古之石史 ，下至昨今之新闻 ，何一而非客观所

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

得必已多矣。 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輦輶訛。 在当

时“救亡图存”思潮的引领下，学者们意识到西方考古

学可作为治史 、补史的新方法 ，并提倡用 “三期说 ”、

“进化论”学说来解释中国史前史。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是西方考古学思想的引进和普及，为现代考古学在

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20 年代 ，以 “疑古派 ”历史学家为代表开

始质疑传统史学对汉代以来经典著作的考据 ， 他们

的学说对西方 “汉学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輦輷訛。 “疑古辨

伪 ”、“宁可疑而过 ，不可信而过 ”，这些思想加快了当

时的中国知识界对考古科学发掘方法的领会和认

可 。 1921 年 10 月 ，瑞典学者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

遗址进行发掘 ，外国学者开始介入中国的考古活动 。

伴随着仰韶文化的命名 ， 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

考古学在中国诞生。 1926 年，以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

村的考古发掘为开端 ， 此后中国学者主持或参与不

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其中包括山东龙山城子崖 、

山西夏县西阴村 、陕西宝鸡斗鸡台 、浙江杭州良渚等

重要遗址。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北京大学国

学门考古学研究室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河

南古迹研究会 、东亚考古学学会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

团 、中央地质调查所 、西湖博物馆 、中国营造学社等

考古人才培养机构与一系列行业团体组建后 ， 中国

考古学步入了初期发展阶段。 起初，考古发掘与研究

由境外考古学家全权 “负责 ”，并引入欧美考古的科

学发掘 、整理与研究资料的方法 ，发展为中国本土学

者带领的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 ， 确定了在考古实

践中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方式。 随着仰韶、龙山和殷

墟文化序列的确立 ， 形成了以史前和三代为主的研

究范畴 ，以证经补史 、重建国史为学科目标 ，这一时

期学科完全摆脱了古器物与古文字考古学的束缚 ，

步入考古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方法构建阶

段。

改革开放以后， 研究者们总结建国后及 “文革 ”

期间学科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 开展了较多的国际学

术交流 ，逐步普及了考古学的本科阶段教育 ，开始规

模化的培养专业考古人才。 期间，考古学研究受到了

文化-历史学 、苏联考古学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理念

的影响 ， 但理论研究并没有作为学科发展的主要目

标 。 建国以后的 30 年间 ，除了继续对安阳殷墟遗址

开展工作外 ， 历史时期的古代都城和墓葬的发掘也

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旧石器考古方向，发现了早于北

京猿人的古代直立人 、智人化石 ，新石器时代追溯至

早于仰韶文化的史前定居农业聚落阶段 ， 关注从旧

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早期过渡阶段的史前文化 。 至

1980 年代后期 ，文化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建立 ，史

前 、 夏商周及秦汉时期的考古成果成为历史学研究

的重要参照 。 1980 年代至 2000 年前后 ，中国考古学

步入飞速发展时期 ， 除了继续保持以田野实践为重

心外 ，多元化 、综合性的研究增多 ，考古新发现与新

成果层出不穷 ， 发掘地点拓展到边疆及民族地区的

调查与发掘 。 研究理论 、方法与世界和时代接轨 ，重

视资料获取的科学性 ，田野发掘 、水下考古 、民族与

边疆考古的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新世纪前后，中国考古学更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

实证方法 ， 用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来探索社会发展

规律，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文化过程。 “夏商周

断代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开展中 ，考古学的

社会关注度空前提高 ， 学者们日渐意识到需要搭建

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平台 ，扩展视野 ，多层次 、多角度

考察学术研究中热点和重点问题 ， 中国考古学日益

成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 动物考古、植

物考古 、环境考古 、聚落考古等分支学科逐渐发展起

来 ，深入研究对发掘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以及采样的

过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多学科合作 ，将最先进的

自然科学的实验 、观测 、统计与分析手段借鉴过来 ；

地理信息系统 、 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也引入田野实

践中 ，浮选法等植物研究方法 、动物骨骼与人骨的采

样与鉴定已经融入常规发掘。

2018 年召开 “中国考古学大会 ”时 ，参会的 1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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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组讨论中与新兴技术相关的组别增至 10 余
个，科技考古学分支占考古学整体的比重增大。 考古

学会的成员从 1979 年统计的 700 多人增至 2018 年
近 2500 人 ， 团体会员达 129 个輧輮訛。 2000 年以来的 20
年间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和境外文化因素波及与传播地区展开的调查与发

掘日渐增多。 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田野发掘与相

关研究也走向世界 ， 中国考古学开始呈现出国际化

的趋势。

三、中西对比下学科目标的重塑

梳理欧美考古学的阶段性特点以及中国考古学

的发展进程可知 ， 学科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

1960 年之前以解释史前文明为主的 “文化-历史学 ”

方法 ；此后注重过程主义与生态环境论 ，并带入科技

手段的 “新考古学 ”转向 ，以及 1980 年后走向结构主
义 、象征主义的 “后过程考古学 ”。 同欧美相比 ，中国

考古学也基本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 但是慢了一个节

拍。 20 世纪前半叶 ”史学 ”定位下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和初步发展 ；1980 年后进入考古学整体科学化的尝
试 ， 在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上将物质文化史的基本

框架建立起来 ；2000 年以来 ， 研究上转向社会人类

学 ，方法上强调对自然科学手段的应用 ，并在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 、公共考古 、境外考古发掘等领域实现了

学科的拓展，考古学的社会效应逐渐增强。

西方考古学研究大致由理论层次、方法层次及验

证层次组成 ， 研究的基础同为发掘所得地上与地下

的材料 。 由于哲学 、人类学 、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

学科在西方世界发展较早 ，理论流派众多 ，每一波的

思潮对建筑 、艺术 、考古学等学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 从文化进化论 、过程-功能主义 、结构化理论 ，到

社会认知论 ，再到新唯物主义思想 ，考古学理论在不

同阶段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批判与创新 ， 推动了研

究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完善 。 尽管欧美考古学擅长

从有限的考古现象中抽象与化约出理论 ， 但这些理

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时并不完美 ， 只能给材料

的释读提供各种视角。 同样，西方考古学一直致力于

解决理论导向带来了模糊结构主义 、 过于关注特殊

性，以及现代性不够等问题。

相对而言，中国考古学显然走了一条有差异的道

路。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几乎与欧美地区同步，

产生和初期发展的目标也很相似 ， 都是从历史学与

经典考古学中独立出来 ，但理论建设一直不是主流 ，

学术体系中缺乏 “形而上 ”的研究 。 考古工作在各地

区发展状况也不平衡 ， 有些地区仍然以大量的田野

发掘与调查为主 ， 仍处在填补物质文化在时空分布

上的 “空白 ”阶段 ；有些地区在梳理材料的基础上对

人地关系 、 文化变迁和构建社会发展图景等方面已

经有所成就。 考古学研究中层次性也不尽一致，有些

地区第一手材料的整理和刊发工作仍占较大比重 ，

有些领域则从基础研究开始步入综合分析阶段 。 另

外 ，研究者自身的背景 、经历和偏好 ，理论素养也不

尽相同 ，部分从业者长期在基层从事一线考古工作 ，

无暇关注理论与方法。 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者，

相对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 。 考古学研究的不均衡性

使得从业人员在材料发现 、 发表和主观认知上难有

相对统一的衡量和评价标准 ， 这些现象与研究者在

主观上对考古学本体的看法不一致有极大关系 。 相

对而言 ， 这种不平衡的现状更需要先行者通过理论

构建来引领考古学研究中特色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学

科体系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在适应和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 ，

尽管担当较大 、 成绩较多 ， 但是其行业规模仍然有

限，影响力和话语权仍然相对缺失。 虽然绝大多数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市 （地区 ）都设置有专门的文博

考古机构和博物馆 ，承担考古发掘 、修复保护与展示

利用考古成果的工作 ， 但与国内其他基础和优势学

科相比，仍属于新兴学科。截至 2018 年，全国有 52 所
高校中设置了与考古 、文博相关的专业 ，除了北京大

学 、 西北大学 、 吉林大学等院校中属于传统优势学

科 ，并独立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以外 ，其他高校均与

历史学 、博物馆学 、文化产业学等学科并列而隶属于

历史文化学院。 欧洲的考古学系多与历史学系、文学

系等并设在人文学院之下 ， 美国的考古学多隶属于

人类学系。 国内外都一样，考古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

学科相比 ，在资源配置 、人员配备 、学生配比及就业

机会方面都十分有限 ，仍然属于发展历史短 、规模较

小的小众学科。

回顾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理论更新都发启

于欧洲大陆 ， 兴起于英国 ， 在新大陆各地 “发扬光

大 ”。 新大陆考古学起初遵循欧洲考古学 ，后又因研

究对象 、人文地理环境与后殖民地等因素 ，研究取向

与欧陆差异较大 。 新大陆地区比较重视殖民前原著

民的文化与社会 ， 并关照到殖民后不同种族间的文

化融合和社会整合等现实问题 。 欧洲考古学则立足

于欧洲本土 、临近或欧亚大陆地区 ，其学术研究对不

同民族 、宗教与文化的变迁与取代十分关注 ，擅长做

原因 、方式 、过程与路线的探讨 。 由于土地所有制的

问题 ，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实践主要立足于亚 、非 、拉

等地 ， 本地发掘较少 ， 境外发掘面积与频率十分有

限 。 相对而言 ，中国考古学主要依存于基本建设 ，长

期以田野发掘为重心 ， 立足于填补物质文化的时空

“空白 ”，解决境内核心地区古代社会与文化 ，以及边

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因而，中西方考古学研究

的语境不同，范畴与性质也有差异。

通过上文对中西方考古学发展过程的总结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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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我们发现两者在考古教育模式 、行业规模 、研究

对象性质与范畴上均存在不同 ， 导致中西方学科体

系的差异较大。 考古学一定要与本地的政治、经济与

文化现状相适应 ，因此 ，中国考古学没有必要走一遍

西方发展的老路 。 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科体系是学术

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内核与支撑 ， 决定了学科发展的

方向与水平。 因而，在融通西方各种概念与思想资源

的基础上 ， 中国考古学应突出本土实践与研究中积

累的优势 ，致力于考古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 ，打造有

国际话语权的特色学术体系。 本国特色可以总结为：

1.长期大量的基层田野工作 ，造就了中国考古学

在材料积累与方法应用上的优势 ， 这一特点在科技

考古的拓展中得以体现 ；

2.历史时期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或缺；这是其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在时间跨度与

连续性上所无法企及的。

3.中国考古学的主体为本土学者 ，与古人在价值

体系 、文化传承与精神沟通方面毫无疏离感 ，在研究

中不存在 “他者 ”视角 。

4.考古学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互相促进 ，文化

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 具有一定

的社会基础与关注度 。

5.学科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机制互为因果 ，可以

通过高等教育的改革 ，助推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

克服学科发展不平衡 、综合研究滞后等问题 。

四、考古学本体论的讨论

尽管中西方的学科体系有差异，但在考古学的本

体核心层次，两者则具有一定共性。 中西考古学三大

发展阶段就是这一学科共性的体现。 目前，考古学已

经成为一个涵括自然 、社科与人文三大学部的 “全学

科 ”。 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与内容时 ，

本体考古学的研究方式主要是划定理论与方法的主

线 ，让学科脱离一般性的探讨 ，并有助于理论与方法

批判思维的养成，是改造学科体系的重要途径。 现阶

段 ，关于考古学定位的认知 ，主要包括三种 ：第一 ，从

考古学本体出发 ，突出学科自身的特点 ，如考古学的

诠释性 、表现性与转化性 ；第二 ，以重构史前史为主

旨 、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学科 ，具有科学性 ；第三 ，考

古学仍然是哲学 、社会学 、人类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

科相关的学科，具有人文性。

（一）本体论

“时间 ” 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它

既是考古学在 “解释 ”过去时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

也成为这门学科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 这里所谈及的

“时间”是抽象概念，不仅是碳十四意义上的。 考古发

掘 、研究和保护中 ，经过考古学家的工作 ，为人们重

新构建并“合理”展示了一个“过去”。 但是，考古学对

于 “存在 ”的过去尚无法完全认知 ，而对于过去 “发

生 ”并持续影响到现在的体系 、过程 、问题与方式应

该给予必要交待。 同很多社会学科一样，考古学的解

释无法验证 ，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研

究都是展示给受众的，因此具有表现性。 考古学的局

限性决定它无法全面真实的还原过去 ， 其目的只是

弥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 “鸿沟 ”（图三 ），因此它又是

一门转化性的学科。

“新考古学”提出以来的 60 年间，有学者指出，考

古学逐渐成为一个个专门的领域 ， 失去了作为一个

人文社会学科的整体性与和谐性輧輯訛。 过去我们容易将

考古学 、考古学家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按照不同的分

类标准填上 “标签 ”。 豪克斯 （Hawkes）在 1968 年谈
到 ，“越多科学方法的使用 ， 只能让考古学的目标更

加回归历史 ”輧輰訛，这种表达或许已经过时 ，但却是让考

古学回归其初衷的呼吁 。 考古学的目的是尽量地填

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 “鸿沟 ”，以诠释古代社会与古

人行为目标并与 “现代 ”密切关联 ，有必要克服 “标

签 ”化 ，提倡不同学派之间的融合 ，弱化不同研究领

域间的 “隔膜 ”，承认并发展多种阐释模式 ，始终保持

对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思考。

前文提及 ，以西方研究者为主 ，现阶段的考古学

概念发展出 “表现性 ”与 “转化性 ”，其基础在于 “诠释

性 ”。 如何对材料进行阐释 ，是考古学发展至今世界

范围内的一个 “瓶颈 ”，考古学家往往会在主观立场

与客观材料中间来回“摇摆”。 如美国考古学家所言，

“如果将考古学家与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分开 ，是不合

适的 。 不同的考古学家对相同材料和细节的理解差

异很大 ； 持同样理论倾向的人对不同材料的解读也

可能很相近 。 ”輧輱訛每个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

个体 ，在获取资料 、分析与解释的过程中 ，难免参杂

自身的史观、价值观等个性化、现代性的视角。 因此，

考古学家既要克服主观主义 ， 让从个人立场出发的

研究能如实地反映考古材料 ， 同时要摆脱客观主义

的束缚 ，从考古材料出发将认同 、意识和价值认知出

来。

（二）科学性

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从 “新考古学” 诞生以来 ，

逐步借鉴到考古学中来 ，诸多技术包括基因技术 、人

骨和动物骨骼的化学分析 、 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球物

理科学的应用等。 既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也促

进了学科中新兴 、交叉分支体系的介入 ，丰富和完善

了学科体系。 以美国为例，其考古学体系是建立在自

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较少得到人文社科类基金的

资助 ，这种以科学技术应用为核心的考古学 ，强调系

统论与演化次序的理念 ，类比多于归纳 ，其方法的适

用性受到了文化历史学家的批驳輧輲訛。 科学分析可能导

致对考古学资料的碎片化解读 ， 近年来多被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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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弥补过去与现在的鸿沟（见注③，图二.1）

者所诟病輧輳訛。 考古学研究中科学分析与研究论文的发

表数量虽多 ，但资料和研究 “两层皮 ”的现象时有出

现 。 不少个案分析中 ，科技手段只能积累资料 ，却没

能融入学科体系中 ， 也没能有效解决学术界争论已

久的问题。

考古学家通过自然科学手段对考古材料进行解

读 ，本无可厚非 ，但是对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

1.材料本身。 无论是碳十四测年、DNA 分析还是
骨骼中元素的检测 ， 研究者对测试结果的重视超过

对材料本身的评判 ，在标本选取 、检测条件不充分的

时候，检测会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 科学检测数

据需要在对资料背景充分了解的前提下 、 判断而后

谨慎使用。

2.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在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语境

下 ，对科技成果的诠释和理解差异较大 ；部分研究者

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和历史背景有疏离感 ， 对学术史

与学术体系了解不够充分或者过分信赖某一种学术

体系 ，以致检测结论出现人言人疏的现象 ，研究者的

学术理念是否符合现阶段考古学的定位更值得关

注。

3.学科发展目标 。 新世纪以后 ，学科转型与发展

的目标是对考古材料所反映古代个人与社会的各个

方面提供多角度解读 ， 但科学分析的对象是具有自

然与人文双重属性的遗物 ， 而检测更注重的是自然

属性 ， 研究者在潜意识中会缺乏对资料背后人类行

为的深层次解读 ，甚至对考古资料得出 “以偏概全 ”

的解释。

如何在学术研究中注重 “科学 ”与 “非科学 ”因素

的融合，将成为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

（三）人文性

纵观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每一阶段理论的更

新与完善，均追随人文思潮的变革。 思想巨匠们不断

努力 ， 目的是探寻人类社会的普遍原理与人类精神

的基础结构 。 除了前文提及的马克思 、涂尔干 、博厄

斯 、布迪厄与吉登斯等人以外 ，还有人类学家马林诺

夫斯基 ，他通过社会学观察来研究家庭 、婚姻与亲属

关系輧輴訛。 “过程-功能主义”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 ，他

主张在社会结构与过程之间通过 “功能 ”来转化与联

结輧輵訛； 以及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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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 ，他注意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 “中间层次 ”，提

出了结构思想的四个重要特征輧輶訛。 近年来 ，西方考古

学受到哲学上 “新唯物主义 ”的影响 ，挑战二元论思

维与人本主义 ，在研究中注重人类与动植物 、地理空

间 、生态环境等 “非人类 ”因素的互动 ，并关注其对人

类行为、社会与文化所形成的反馈。

对比发现，西方考古学更善于以社会人类学的思

想进行架构 ，将考古材料进一步地梳理与对应 ，这种

解释路径是否存在形式化 、片面化的趋势 ，值得我们

思考 。 中国考古学在材料与阐释之间尚存在着比较

多的缺环。 考古新发现成为热门关键词，新技术和方

法跌出 ，但有学者指出学科发展至今 ，研究只有新动

向没有新问题。 当考古学资料不断丰富，文化谱系框

架的确立后 ， 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考古材料单线进

化论式的分析 ， 传统的解释模式也无法与现有的认

识对接。 学术研究中存在将中国独立于世界之外，中

国与东亚 、 欧亚 、 近东及新大陆地区的比较过于简

化，容易得出偏颇结论的趋势。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社会考古视角已经受到

重视 ，并开始应用于聚落形态与墓葬研究中 ，研究者

尝试对社会组织与结构 、遗址功能与性质 、丧葬习俗

与人群迁徙做出解释輧輷訛。 西方的社会考古学理论诞生

较早 ，1921 年克劳福德在 《人类及其过往 》一书中首

先提到了 “社会考古学 ”的概念 。 文化历史学家柴尔

德在 《欧洲社会的史前史 》根据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案

例研究 ，尝试将器物特征集合的 “文化 ”与古代社会

构成联系起来輨輮訛。 1960 年代对“文化-历史主义“全面

反思中 ，社会文化人类学一直是 “新考古学 ”所倡导

的重要方法论輨輯訛。 20 世纪 90 年代，斯坦福大学考古系

教授珊克斯与提利合著《考古学重建：理论与实践》輨輰訛，

他们提到了布迪厄与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 ， 考古学

可以利用这种理论把物质文化的客观性与社会行为

的主观关联起来。 应该说，认为社会学理论可以将社

会的组织性 、集体观念与个人复杂性的相结合 ，构建

主观与客观转化渠道 ， 这些针对社会一般现象的解

释都能为现代考古学所用 ， 并与当下考古学的研究

对象与目标相契合。 但社会考古学本身与民族学、历

史学 、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一样 ，也仅仅是

一种视角。

进化论的思想告诉我们 ，历史是进步 、进化和系

统性的 ， 但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贡献还在于认清文

化和社会也有其矛盾、落后、无政府的一面。 东方（印

度与中国 ） 的哲学体系除了追求永恒与普遍适用以

外 ，还关注平衡与融合 。 作为以哲学为基点 、研究人

类行为与社会规律为己任的社会学科 ， 考古学也不

例外 ，理论范式之间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 ，而应强

调彼此补充 。 比如 ，对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 、

原因 、方式的探讨 ，当研究者用 “文化-历史学 ”理论

来解释 ，可以用 “满天星斗 ”、“多元一体 ”来形容龙山

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所呈现的总体

态势輨輱訛，也可以用人类学理论中的 “交互文化圈 ”来理

解国家形成之前区域考古学文化间的影响与互动輨輲訛，

亦可用灾变论 、地理决定论 、塞维斯的 “酋邦理论 ”、

文明的 “连续 ”与 “断裂 ”来诠释夏商时期中原核心文

化强势发展与早期国家的形成輨輳訛，这些理论所支撑的

观点既相互对立又彼此补充 。 我们期待考古学研究

中新演绎模式的构建 ，提出更全面 、更有说服力的阐

释。

五、特色学术体系的构建

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为世界范围内学科的理解提

供了新的可能。 在中国，考古学是兼具科学性与人文

性 ，并以考古研究为核心 ，田野实践为基础 、人才培

养为支撑 ，文物保护与利用及公共考古学为前沿 ，全

面接触现代社会与人的一门学科。 具体来说，要做到

考古学研究的深化与提升 ， 除了要吸收西方考古学

不断发展概念的 “形而上学 ”性 （Metaphysics），借鉴其
靠认知的深化与视角的多元化而实现理论的拓展

外 ，应尽量避免过于主观及不切实际的倾向 。 同时 ，

基本建设饱和以后 ，发掘的机会会逐步减少 ，对有限

面积发掘质量的重视程度会越来越强 ， 因而更要强

调研究导向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 除了充分利用科

技考古的成果 ， 更应注重自然科学分析数据与结果

的综合分析 ， 以人文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多重视角对

考古学材料全面释读 ；利用学术研究的成果 ，开展公

共考古 ， 在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中实现考古成果的

转化与利用 ； 进而担负起考古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学

科责任和社会责任 ， 实现全球化背景下与现代社会

的高度结合 ，高效利用好文化遗产资源 ，做到讲好故

事，反哺社会，资政育人。 同时，从学科实践和学术发

展中构建自身的阐释理论 ， 表达中国考古学家所特

有的价值取向 ， 建构出能够让国际学术界理解和接

受的学术体系 ， 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关课题的研

究中参与讨论，并具有相应的话语权。

如何将世界考古与中国考古学接轨，这一问题在

“一带一路 ” 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显得越来越迫

切。 截至 2018 年底，已经有近 20 支中国考古团队在
境外开展调查 、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 ，涵盖俄罗斯 、

蒙古 、越南 、柬埔寨 、印度 、巴基斯坦 、伊朗 、乌兹别

克 、埃及 、肯尼亚 、洪都拉斯等国 ，遍及亚洲 、非洲和

拉丁美洲的多个地区 。 在研究其他民族与地区古代

文化的过程中 ， 需要善于提炼中国考古学的标识性

特征 ，通过分享 ，从中得到的反馈与经验 ，推动中国

考古学在境外工作的拓展 ， 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互

动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同时，国外考古学家应邀到中

国参加学术活动 、担任授课工作与搭建合作平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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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渐成为常态。 如何利用这些机会，让交流更为深

入 ，加强互相理解 ，关键在于提升中国考古国际化的

研究能力 ，将国内不同区域 、不同领域的研究推出国

门、推向世界。

中国考古学最初的学科定位是史学本位的，长期

以来 “编史 ”化的思维惯性 ，作为 “历史学 ”一部分的

习惯导向 ，导致学科体系不完备 、学科设置滞后 ，与

现阶段考古学作为一级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与评估

机制不匹配 ，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学科的转型与发展 。

考古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显然有别于其他自

然和哲学社会科学 ，高等教育中调整学科体系 ，健全

理论基础 ，发挥优势与特色 ，拓展新兴分支与专业应

用 ， 改善学科现状 、 适应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当务之

急。 在本科教育阶段补齐通识教育的短板，储备与解

读古代社会相关的各类人类社会科学 ， 如哲学 、史

学 、民族学 、人类学 、社会学 、语言学 （古文与外语 ）等

学科门类的相关知识 ，了解自然科学如环境学 、地理

学 、物理学 、材料学相关的原理 ，共享高校内部各种

学术资源 ，突出中国考古学田野实践多 、资料丰富的

优势，才是完善学科体系的必由之路。 研究生教育阶

段着力于专业化教育 、进行精英式的培养 ，注重训练

理论 、方法 、思维 、逻辑等方面的能力 ，培养批判精

神 ，坚持问题导向 ，才是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

根本。

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比较视野下的，打通学

科间的壁垒 ， 融合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释读体系是

研究者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 重视对古代社会机

制与人类复杂性进行解读 ， 吸纳与中国古代社会相

关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精髓 。 比如 ，传统考古学方法 、

历史学的归纳与演绎方法仍有其适用空间 ， 全盘抛

弃也不可取。 德国高校考古学系与语言学、哲学并列

于哲学系之下 ，又同文学 、历史学 、神学隶属于人文

社会学科 ，其学科定位清晰 ，并常与同校的优质社会

学科合作 ，在宗教 、信仰和哲学的诠释方面有过成功

的经验輨輴訛。 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 、语言学 、美术史学 、

历史学的结合上 ，得出过颇出新意的解读輨輵訛。 中国也

开展了艺术考古方向的关注与投入 ， 这种尝试很有

预见性地提醒我们 ，图像学 、音乐 、雕塑等艺术视角

考古素材同样可以梳理出更丰富的内涵 ， 是完善学

科体系所必需的。

在梳理西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对比分析后，中国

考古学的现实与未来愈发清晰。 学科在转型过程中，

出现了综合研究滞后 、学科发展不均衡等不足之处 。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 ，可以通过主观与客观间的转化 、

科学与人文因素的融合 、过去与现在 “鸿沟 ”的弥补

等方面，对考古学本体核心层次的探讨来解决。 更应

注重批判思维的养成 、 理论与方法的完善以及高等

教育的改革，通过这些途径改造现有的学科体系。 只

有进一步健全学科体系 ， 并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

中 ， 培养具有扎实学科素养与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从

业者 ，才有可能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 、拥有国

际话语权的共同目标。 简单来说，笔者对中国考古学

研究的建议是：

1.强调本体。 考古学需要本体论为其提供理论与

概念的空间 ，但并不是所有考古学都是本体论的 ，需

要共同性、差异性和不同层面的解读。

2.承认包容。认可与接受那些非进步、非人为、非

普遍的 “例外 ”，追求不互相取代的理论范式 ，让其他

的视角与价值观也能“发声”。

3.主张人文。关注物质文化、精神信仰、社会结构

在历史上或偶然对人类世界产生的影响及其方式 ，

注重学术体系的传承性、逻辑性与整体性。

4.注重转化 。 关注将古代转化为现代 、现代转化

为未来的理论与实践。 注重新概念、新思想、新学说、

新表述的提出 ，以及研究方法 、工具和手段的更新与

完善。

考古学在学理上仍然是一个十分依赖于 “过去 ”

的领域 ，但目前来看 ，研究者只有从本体论上认真思

考了 “现在 ”，才有可能实现学科体系完善与学科目

标重塑的共同理想。

注释：

① a, Ludomir R. Lozny (ed.), Comparative Archaeolo-
gies: A Sociological View of the Science of the Past , New
York: Springer NY, 2011; b, Harris, Oliver J. T. and Cipol-
la, Craig N.,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
Introducing Curren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7.
②Pearce, M. and Bintliff, J. L., The Death of Archaeo-

logical Theory , Oxford, UK: Oxbow Books, 2011: 7-12.
③輧輲訛 Johnson, M., “Common Sense is Not Enough”, in

Archaeological Theory :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2010: 1-11.
④Hegel, G. W. F.,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

ry, J. Sibree, M. A. (trans.),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1:
261.
⑤輧輯訛参照 D’ Altroy, T. 教授于 2019 春美国纽约哥伦

比亚大学给研究生及博士开设《考古学理论》课程。

⑥同注①b: 15.
⑦a, Child, V. G., Man Makes Himself , London: Watts,

1936; b,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 London: Penguin, 1942;
c,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
⑧Child, V. G., Prehistory and Marxism, Antiquity (53):

93-95, 1979.
⑨ Durkheim, E.,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

Halls, W. D. (tr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 50-
59.

学

海

泛

舟

248- -



⑩ Boas, Franz.,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2: 1-4.

輥輯訛Caldwell, J. R., The New American Archaeology, Sci-
ence 129: 303-307, 1959.

輥輰訛Piggott, S., Ancient Eur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
niversity Press, 1968.

輥輱訛 Clark, D. L., Analytical Archaeology , London:
Methuen, 1968.

輥輲訛 Binford, L. R.,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 Lon-
don: Seminar Press, 1972.

輥輳訛Renfrew, A. C., 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
Models in Prehistory , London: Duckworth, 1973.

輥輴訛Plog, F., The Study Prehistory Change , New York: A-
cademic Press, 1974.

輥輵訛Clark, D. L., Mesolith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in G. De Sieveking etc. (eds), Problems in Economic and So-
cial Archaeology , London: Duckworth, 1976: 449-482.

輥輶訛Hodder, I., Post processual Archaeology,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8): 1-26, 1985.

輥輷訛Hodder, I. (ed.), a: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
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b: Read-
ing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輦輮訛 Hodder, I., Interpretive Archaeology and Its Role,
American Antiquity, Vol. (56): 7-18, 1991.

輦輯訛Hodder, I. (ed.)., a: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 2nd
edition,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2; b:
Hodder, I., 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 ,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輦輰訛 Bourdieu, P., 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輦輱訛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
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9.

輦輲訛 Julian Thomas, The Future of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tiquity (89): 1277-1286, 2015.

輦輳訛转引自李孝迁 ：《西方考古学 “三期论 ”传入考 》，《学

术研究》2011 年第 2 期。

輦輴訛章太炎 ：《中国通史略例 》，自 《章太炎全集 》（三 ），第

329~33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輦輵訛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清议报 》 第 90、91 册 ，1901
年 9 月 3 日、13 日。

輦輶訛梁启超 ：《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文集 》（第 4 册 ），

中华书局，1989 年。

輦輷訛顾颉刚主编 ：《古史辨 》 （第三册 ）， 北平朴社出版 ，

1931 年。

輧輮訛夏鼐主编：《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文物出版

社，1981 年； 根据考古学会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不完
全统计，个体 2443 人。

輧輰訛Hawkes, J.,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tiquity
(42): 255-262, 1968.

輧輱訛同注①b: 35.
輧輳訛Lidén, Kerstin and Eriksson, Gunilla, Archaeology VS.

Archaeological Science: Do We Need a Case? Current
Swedish Archaeology, Vol. (21): 11-20, 2013.

輧輴訛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G., London: Routledge & Son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22.

輧輵訛 Radcliffe -Brown, A. R., The Andaman Islan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輧輶訛 Claude Lévi -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ell, J. H. and etc.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輧輷訛桑栎 ： 《文化冲突论视角下二里头文化城址变迁 》，

《江汉考古 》2017 年第 5 期 ；桑栎 、陈国梁 ：《偃师商城几种

丧葬习俗的探讨》，《考古》2017 年第 4 期。

輨輮訛 Child, V. G.,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 ,
Spokesman Press, Reprint edition, 2009.

輨輯訛 Renfrew, A. C., Approaches to Social Archae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4.

輨輰訛Shanks, M. And C. Tilley, Reconstruction Archaeology :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輨輱訛严文明 ： 《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 《文

物》1987 年第 3 期。

輨輲訛张光直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庆祝苏

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輨輳訛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

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 年第 6 期。

輨輴訛Peter, Pf lzer, Activity-Area Analysis: A Comprehen-
sive Theoretical Model, in Miriam Müller (ed.), Household
Studies in Complex Societies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29-60.

輨輵訛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

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学

海

泛

舟

249- -


